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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扬时期的欧阳修随着自身处境的改换，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在庆

历士大夫“众乐”书写的潮流中，他于扬州城西北营建的平山堂却承载了与时迥异的闲情

“独乐”记忆。 嘉祐初，欧阳修送别因卷入温成皇后事件而无奈外任的刘敞知扬，作《朝中

措》劝诫其及时行乐，显露出平山堂的“独乐”内蕴。 面对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人文内

涵，梅尧臣、刘敞、王安石在唱和时基于个人的境遇和心态展现出了顺应、躲避与对抗的

不同态度。 元丰二年，在王安石新学隆盛之时，苏轼赴湖州任途中过平山堂，作《西江月》
怀念欧阳修，隐晦表达了渴求儒学之道重新整肃风气、扭转局势的政治诉求。 经由苏轼

等人的书写，欧阳修的美政与士大夫精神成为平山堂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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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代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中，朝中失意官员外任地方时氛围往往较为宽

松，同时又保有被调任回京的可能，这使得官员频繁往来于庙堂与江湖之间。 环境的

改换与风景的差异也易激起官员们的题咏与经营（建造或修缮） 。 在仕宦生涯中，对景

观的书写和经营往往贯穿着士大夫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内涵。
平山堂由欧阳修于扬州任上建造，经其本人及梅尧臣、刘敞、王安石、苏轼等人的

题咏，成为有着丰富人文内蕴的著名景观，后世几经颓坏又几度复建，平山堂几乎成为

欧阳修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的能指。 近来学界对于平山堂多有关注。① 然

而，从庆历八年（１０４８）欧阳修营建平山堂到嘉祐元年（１０５６）的八年间，其本人没有任

何诗文直接描写平山堂，梅尧臣两度过扬造访欧阳修也未有诗文提及平山堂。 直到嘉

祐元年三月刘敞出守扬州时，欧阳修写下脍炙人口的《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晴空） ，才

引起众人对平山堂的题咏；但此热潮很快又消弭下去，直到元丰年间才有苏轼“三过平

山堂下”的题咏。 欧阳修、嘉祐年间士大夫群体以及苏轼的平山堂书写有着怎样的联

系与差异？ 这一过程有着怎样的思想史内涵和诗学意义？ 本文试图将平山堂书写这

一文学现象置于政治史、思想史中进行整体考察，对以上一系列问题再做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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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乐”中的“独乐”变奏：欧阳修平山堂的营造

随着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进入权力中心，庆历三年到四年之间，朝堂掀起了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 然而，新政开始不满一年，主持新政的核心人物便相

继调离。 四年冬，改革派苏舜钦、刘巽、王益柔等人相约宴集，醉后吟诗作歌，言语间对

仁宗流露不满。 李定未受邀参加，心怀怨恨，因而大肆宣扬此事，御史王拱辰借机发

难，最终导致新政派十余人黯然离京。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诬与甥女张氏有染，朝野议

论。 此案也终于成为庆历党争的延伸，致使欧阳修被贬滁州。
庆历八年二月，欧阳修量移扬州。 他在抵扬后撰写的《扬州谢上表》中道：

上繄天听之聪，终辨狱辞之滥。 苟此冤之获雪，虽永弃以犹甘，而况得善地以

长人，享及亲之厚禄。 坐安优逸，未久岁时，亟就易于方州，仍陟迁于秩序。 有以

见圣君之意，未尝忘言事之臣。①

张甥案得以辨明让笼罩欧阳修已久的阴霾逐渐散去，扬州繁华富庶远胜滁州，可谓“得

善地以长人” ，更让欧阳修感到愉悦的是仁宗“未尝忘言事之臣” 。 可见，此时他的心

态与外任滁州时相比已发生了转变。 在贯彻宽简之政的同时，欧阳修也把注意力放在

山水之乐上，大概四五月间于扬州城西北蜀冈大明寺旁营建平山堂。
关于蜀冈，《诗话总龟》载：“淮南蜀冈者，维扬之地也。 或曰势连蜀土，或以产茶

味如蜀茶云。”②《舆地纪胜》谓蜀冈：“旧传地脉通蜀，故大明寺之侧有蜀井，或曰蜀岗

产茶味如蒙顶，故以名岗。”③可见在宋人的观念中，蜀冈的命名源于其地脉与蜀地相

连，因此其地所产的茶叶也与蒙顶茶味道相似。 蒙顶茶为四川雅安蒙顶山所产，唐宋

时便为贡茶。 王庠《蒙顶茶记》谓：“贡茶之郡十有六，剑南惟雅一郡而已。”④蜀冈在扬

州独特的地势让平山堂可以远眺长江南岸。⑤ 欧阳修谓：“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

一目千里。”⑥平山堂之名也因此而来。⑦

欧阳修在到任扬州的次年，给前任太守韩琦的书信中自诉营造平山堂等景观的

动因：
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 独平山堂占胜蜀

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
大明井曰美泉亭。 琼花曰无双亭。⑧

韩琦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即外任扬州，直至庆历七年改知郓州。 欧阳修作为韩琦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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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版社，２０１９，第 ７ 页。
同①书卷一百四十四《与韩忠献王书（八） 》 ，第 ２３３４ 页。
李壁注云：“江南诸山，拱列檐下，若可攀取。 因目之曰平山堂。”参见王安石撰，李壁笺注，董岑仕点校：《王

安石诗笺注》 ，中华书局，２０２１，第 １２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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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所谓“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 ，不仅仅是在营建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等景观上，
更是要延续韩琦在扬州的美政。 然而，欧阳修实际所为却与所言不同。

韩琦自述至扬州后“城闬隳残，奸讹固结。 既思绳葺，必务躬亲”①。 在离开扬州

前作《扬州亭壁题名记》 ，追溯藩镇割据以来扬州倾颓，至宋朝方“民安惠养，日以完

复” 。 于是他考索扬州历来知州的姓名、政绩，“刻石于厅事之壁” ，同时希望“后之来

者，阅其官氏，推访治迹，则善恶皆有所儆云” 。② 其中隐含着将自己在扬州的政绩也铭

于史册、以示后来的意图。 可见，韩琦对自己在扬州的政绩颇为自信。 韩琦在扬州的诗

文主要有咏物自比和关心民瘼两类，前者如《琼花》《啄木》，自诉志向高洁不得于时；后者

如《广陵大雪》《岁旱晚雨》，在面对灾害时感叹民生多艰。 总之，韩琦在扬州任上的政治

和书写，都体现着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与庆历士大夫精神相契合。
进而再考查欧阳修在扬州任上的情况。 据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 ，欧阳修知扬时

期作诗文共 ３１ 首（篇） 。③ 将这些作品与韩琦知扬时期的诗文对照可以明显看出，欧

阳修的诗文更见个人闲适的情趣，少有对公共生活的关心。 同为咏鸟之作，欧阳修的

《鹭鸶》虽有以鹭鸶自比的倾向，但仅止步于“孤高” ，不见怨怼，以闲情收束；而韩琦的

《啄木》则不仅有着“暮趁高枝宿”的高洁，更有着“专为众蠹仇”④的怒目圆睁，具有影

射刺时的现实面向。 面对冬日飞雪，欧阳修《咏雪》聚焦于雪景，结尾“应须待和暖，载

酒共行春”⑤，稍涉公共生活，而韩琦的《广陵大雪》全篇充斥着对民生的担忧。
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扬州任上的诗作多偏向于私人，较少面向公共生活，可见其心

态上的转变。 欧阳修的扬州记忆，与其所谓的“拾公之遗，以继盛美”也判然有别。 他

在知颍时回忆在扬州的生活：
千顷芙蕖盖水平，郡治荷花，四望极目。 扬州太守旧多情。 画盆围处花光合，

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 红袖传来酒令行。 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

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 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 如今寂寞西湖上，
雨后无人看落英。⑥

扬州时的欢会与颍州形成对比，让欧阳修感慨如今的寂寞无聊。 回忆是对过去的重

建。 或许欧阳修在扬州任时有不少为政举措，但他的回忆却充斥着纵情行乐。 可见在

他看来，扬州时光的基调是远离政治生活的。 知扬时期与嘉宾歌妓的酒宴行乐正是常

在平山堂举行。 叶梦得《避暑录话》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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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
与客相间。 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

而归。①

这段材料明确将欧阳修与宾僚妓女宴饮的场所确定为平山堂，从邵伯湖取荷花摘叶以

行酒也颇具风流色彩。
欧阳修有词集《平山集》传世。 宋刊《欧阳文忠公集》 卷一百三十三附罗泌跋云：

“ （欧阳修）有《平山集》 盛传于世，曾慥《雅词》 不尽收也，今定为四卷，且载乐语于

首。”②《平山集》在北宋已经流传，如今无法知晓其命名是否出自欧阳修本人。 小词于

北宋体格不高，多为宴饮欢娱时所歌，“平山”之名无论是否由欧阳修自定，都可见出扬

州平山堂所承载的是一段并不面向政治生活的“独乐”记忆。
欧阳修在扬州的境况以及平山堂所承载的记忆，不仅与他向韩琦信中所言迥异，

还与庆历年间士大夫们的“众乐”主调颇不相牟。 新政失败后，变革派纷纷外任，在孟

子升格运动和宋代士大夫主体精神高扬的影响下，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为代表的士

大夫群体将“与民同乐”的思想贯彻到地方政治的实践和书写中。③ 范仲淹于庆历六

年应滕宗谅之邀写就《岳阳楼记》 ，“先忧后乐” 的主题洋溢着士大夫主体的责任感。
在滁州任上的欧阳修先后创作出《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将“众乐”的主题嵌入营

造的景观中。 欧阳修的滁州记忆，也打上了“众乐”的烙印，如其《忆滁州幽谷》回忆滁

州生活，虽然全诗充斥着光阴荏苒的慨叹，但对“野老犹能说醉翁”④的描写依然携带

着“众乐”色彩。 韩琦《众春园记》 、梅尧臣《览翠亭记》 、刘敞《东平乐郊池亭记》 等诗

文的书写，都挥洒着“众乐”的政治理念。 这一理念也在仁宗朝正式成为两宋士大夫的

集体崇尚。
景观作为一种纪念碑，一方面标识着地方长官在任期间的政绩，另一方面还体现

着官员所留存的理念与精神，所以“众乐”作为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常常与景观的营造

和书写相携。 而在“众乐”的集体奏鸣中，欧阳修营造的平山堂却成为其中的变奏，体

现着“独乐”的闲情与自适，和庆历士大夫精神格格不入。 在今天可见的欧集中，欧阳

修直到嘉祐元年才第一次直接描写平山堂。 在其知扬时，梅尧臣于夏、秋两度过扬，⑤

盘亘数日，亦曾游蜀冈大明寺，但并没有留下描写平山堂的诗文。 我们似乎可以推测，
在“众乐”为主的时期，平山堂自适的“独乐”内涵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欧阳修、梅尧臣

也正是因此才没有创作直接描绘平山堂的诗文。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的政见和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由积极进取趋于保守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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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避暑录话》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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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页。
王启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 ，《文学遗产》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欧阳修全集》卷十二《忆滁州幽谷》 ，第 ２０１ 页。
梅尧臣庆历八年五月携刁氏归宣城道经扬州，与欧阳修论文夜话。 八月，赴陈州，再次途经扬州与欧阳修

会晤，此次客扬有诗《与夏侯绎张唐民游蜀冈大明寺》 ，可见其对平山堂不可能一无所知。 参见张师曾编，
吴洪泽点校：《宛陵先生年谱》 ，载《宋人年谱丛刊》第 ２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第 ８３２ 页；朱东润：《梅

尧臣编年校注》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第 ５２１ 页。



仝相卿指出，欧阳修在庆历八年三四月间撰写的《尹师鲁墓志铭》中，有意在尹洙平生

政治纠葛上含糊其辞，体现出他外任后产生的避党观念。 这意味着在政治理念上，欧

阳修逐渐由进取走向平和。① 此文撰写的时间正是在他赴扬州不久之后。 总之，随着新

政失败的打击、外任环境的改换和张甥案阴霾的散去，在诸多条件交织下，欧阳修的心态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面向公共生活喧闹的“众乐”声中，欧阳修在他的平山堂走向了闲

情与自适。 平山堂作为欧阳修知扬时营建的标志性景观，凝结了他“独乐”闲情的内涵。
然而在士大夫群体的“众乐”景观书写中，欧阳修面对道德的负累，无法坦然书写个人

“独乐” ，造成了从平山堂的营建到嘉祐元年的八年间，其本人没有任何诗文直接描写

平山堂的现象。

二、顺应、躲避与对抗：嘉祐初士大夫群体的平山堂书写

平山堂落成后，一直没有士大夫对之做过正面的书写。 直到嘉祐初年，梅尧臣、刘

敞、王安石以及欧阳修本人才先后以平山堂为主题进行诗词创作。 在这场群体书写

中，文人们有着不同的处境和触发机制，面对以闲情自适为记忆承载的平山堂，展现出

或顺应、或躲避、或对抗的姿态。
（一）梅尧臣的顺应

这场集体书写，由梅尧臣首开其端。 至和二年（ １０５５）秋，梅尧臣结束为嫡母束氏

守丧，②北上入京，途中客于扬州；至次年春夏之际方才离扬，秋初抵达汴京。 在扬州

时，梅尧臣与友人游蜀冈，至平山堂，接连创作了《平山堂杂言》 《大明寺平山堂》 《平山

堂留题》 。 为便于分析，录全篇如下：
平山堂杂言

芜城之北大明寺，辟堂高爽趣广而意厖，欧阳公经始曰平山，山之迤逦苍翠隔

大江。 天清日明了了见峰岭，已胜谢朓龊龊远视于一窗。 亦笑炀帝造楼摘星放萤

火，锦帆落樯旗建杠。 我今乃来偶同二三友，得句欲□霜锺撞。 却思公之文字世

莫双，举酒一使长咽慢肌高揭鼓笛腔，万古有作心胸降。③

大明寺平山堂

陆羽烹茶处，为堂备宴娱。 冈形来自蜀，山色去连吴。 毫发开明镜，阴晴改画

图。 翰林能忆否，此景大梁无。④

平山堂留题

蜀冈莽苍临大邦，雄雄太守驻旌幢。 相基树楹气势厖，千山飞影横过江。 峰

峤俯仰如奔降，雷塘坡小鸂鶒双。 陆羽井苔黏瓦缸，煎铛泻鼎声淙淙。 雨牙鸟爪

不易得，碾雪恨无居士庞。 已见宣城谢公陋，吟看远岫通高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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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诗创作时间的先后没有明确记载。 《平山堂杂言》篇尾感慨梅尧臣等人面对平山

堂景色的触动，胸中诗句即将脱口而出；但想到欧阳修才学文字举世无双，只好作罢。
由此看来，梅尧臣创作《平山堂杂言》前没有过关于平山堂的相关题咏，因此我们将其

列为第一首。 虽然欧阳修此前并没有留下吟咏平山堂的文字，但梅尧臣却感到了欧阳

修作为先在诗人所带来的焦虑。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种焦虑一方面因为欧阳修此时

在士大夫间有着极高的声誉，面对他所营建的景观不能不想到其卓绝才情；另一方面

欧阳修作为平山堂的所有者，已经赋予其特定的人文内涵，虽然没有文字题咏，但后来

的诗人依然可以感觉到欧阳修的“在场” 。 有趣的是，梅尧臣以不作为作，在言说的同

时吐露了无法言说的焦虑。 在诗中，梅尧臣援引了同在蜀冈营建宫殿的隋炀帝的典

故，嘲笑他大费周折，不如平山堂借山川大江的景色得来轻松。 又提及谢朓“窗中列远

岫”句，与以窗户框定风景相较，凸显平山堂景色之壮阔。
梅尧臣在欧阳修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下，依然另外创作了两首诗。 《大明寺平山堂》

终于对平山堂所承载的个人闲情不再避而不谈，首联便揭示出其“备宴娱”的特点，尾

联直接与欧阳修隔空对话。 是诗与《平山堂杂言》同样体现着欧阳修对平山堂的影响。
《平山堂留题》展现出对《平山堂杂言》和《大明寺平山堂》在内容上的综合，再次重复

提及陆羽和谢朓。 与前两首诗作不同的是，《平山堂留题》更反映出平山堂对公共生活

的逃避。 “碾雪恨无居士庞”句，“碾雪”指碾茶，“居士庞”指庞蕴，其初以儒为业，后参

禅悟道，游于世外，但终身不改儒服。 末尾“已见宣城谢公陋，吟看远岫通高窗” ，再一

次提及谢朓“窗中列远岫”句，此句出自谢朓出任宣城太守时所作《郡内高斋闲望答吕

法曹诗》 。 谢朓在朝时面对宦海风波的险恶，常常处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作牧宣城后，
以郡斋高卧寄情山水的姿态成为后世吏隐的典范。

通观梅尧臣三首诗，无论是观览平山堂而引起对欧阳修的崇敬和怀念，还是与其隔空

对话，欧阳修的影子都贯穿始终。 梅欧的友谊是宋人士大夫中的一段佳话。 梅尧臣作诗

时，距离上次二人皇祐元年（１０４９）相见已经六七年光阴。 彼时，梅尧臣奔丧归宣城，欧阳

修则自扬州赴颍州，二人道经涡口得晤。 梅尧臣此次北上赴京，也将与刚刚使北还朝的

欧阳修相见。 可以说，对欧阳修思念的触发让平山堂的书写不再沉寂。 梅尧臣居丧宣城

前虽在汴京为官，但仅为监永济仓，久沉下僚，生活艰辛，在京时就常常感慨不如长居林

下。 两首诗作皆提及谢朓宣城之诗，反映了梅尧臣内心的挣扎———此行将赴京为官，同时

又难以割舍居宣城时的沧州之趣。 总之，梅尧臣的处境与心曲，造成了其诗对个人闲情

的渴望和对友人的思念，而这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独乐”内蕴正好契合无间。
（二）刘敞的躲避

嘉祐元年二月，刘敞与欧阳修先后使辽回京。 闰三月，刘敞自请离京，出知扬州。
对于刘敞的外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欧阳修所撰《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①皆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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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兄弟王尧臣任参知政事，为避亲嫌而自请。 然而，楼钥却认为别有隐情：“公是先

生望隆一时，而不容于朝，出知扬州，欧阳公所为赋平山堂之词也。”①进而需对刘敞外

任扬州的原因稍作探索。
官员避亲之制在先秦已见萌芽，初步形成于两汉。 宋人为走出唐末五代困境，避

亲制度自太祖朝以来逐渐趋于严格。 然而刘敞作为王尧臣的姑表兄弟，在王尧臣任参

知政事后是否一定要离京外任呢？ 我们可以对仁宗朝其他避亲例子略做考察：
（景祐）五年三月六日，翰林学士李淑言：“伏见恩制，臣父若谷蒙授参知政事，

臣忝服近列，理合避嫌……”诏换翰林侍读学士。②

嘉祐元年三月，枢密副使、给事中王尧臣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给事中程戡

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以戡与宰臣文彦博为姻家，故易之。③

三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范镇知制诰，太常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

注冯京为右正言、龙图阁待制。 镇与京同试中书，而京宰相富弼婿，故以待制

命之。④

第一则材料中李若谷为参知政事，其子李淑以避亲嫌为由上书请求改官，于是由翰林

学士改任翰林侍读学士。 第二则材料中程戡为参知政事，因其女嫁与宰相文彦博之

子，故为避亲而以王尧臣代之，程戡则改任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第三则材料中冯京因

为宰相富弼之婿，与范镇同试中书，因避亲只任龙图阁待制，而以范镇为知制诰。 由此

可见，在仁宗朝官员任职宰辅，其亲属虽需避嫌，但并不一定要离京外任。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尧臣任参知政事，除刘敞外，王洙亦需避亲改官：

（嘉祐元年闰三月）辛卯，翰林学士王洙为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知制诰

刘敞知扬州。 敞，王尧臣姑子；洙，尧臣从父，尧臣执政，两人皆避亲也。 洙罢一学

士，换二学士，且兼讲读，国朝未尝有。 知谏院范镇请追还过恩，且令洙依敞例出

补外官，又言洙在太常，坏陛下礼乐，为学士时，进不由道，资性奸回，恐终累尧臣。
章六上，卒不报。⑤

王洙作为王尧臣的叔父，其关系远较作为表亲的刘敞更为亲密，但他避亲改官并未外

任，只是由翰林学士改为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 范镇对此非常不满，接连六次上

书，认为王洙应该与刘敞一同离京补外官。 其实，按照上引景祐五年（ １０３８）李淑避亲

改官的例子，由翰林学士改任侍读学士并非不合制度，只是王洙同任侍读、侍讲与刘敞

的外任比起来显得有些突兀。 范镇所言重点在于王洙曾“在太常，坏陛下礼乐，为学士

时，进不由道，资性奸回” 。 此语指至和元年正月，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逝世，宦官石

文彬迎合仁宗之意，提议用皇后的丧仪为张贵妃治丧，刘沆、王拱辰、王洙等人皆附

议。⑥ 随后仁宗下诏为张贵妃辍朝七日，并追册其为温成皇后。 这一做法引起枢密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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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孙沔和台谏官的反对，孙沔直言此举“皆由佞臣赞兹过举”①；然而，即使众官自请外

任，仁宗也不为所动。 随后，在为温成立忌的问题上再起风波。 孙沔、刘敞、蔡襄、张

刍、范镇等人皆连上书反对立忌。 对于温成皇后庙是否用乐舞，判太常寺王洙未与同

僚商议，私自命礼官填写印纸逢迎上意，太常博士吴充、太常寺太祝鞠真卿欲送礼官于

开封府治罪。②

温成皇后逝世事件中，凡逢迎仁宗者，事后皆得拔擢：刘沆任中书门下平章事；王

洙违背常制任翰林学士；③宦官石全彬任宫苑使、利州观察使，不过三日又改任入内副

都知。 刘敞认为奖掖过当，封还词头，仁宗从之；然而至和二年二月，石全彬依然改任

副都知。④ 反对追册温成和立忌的官员，除台谏官外，皆陆续落职或离京。 孙沔离京知

杭，张刍监潭州税，蔡襄于次年以老母年迈自请知泉州，⑤吴充知高邮军，鞠真卿知淮阳

军。 冯京、范镇等人言吴、鞠二人无罪不当补外，然而冯京亦落职；刘敞为冯京进言，不

报。 卷入这场风波的反对派官员，仅刘敞尚在京为官。 嘉祐元年王洙与刘敞避亲改

官，二人境况之别，可见余波犹在。 由此可推知，刘敞虽然以避亲为理由离京知扬，但

背后却暗含了宦海争斗的身不由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修于刘敞临行前于家中设宴，作《朝中措》 （平山阑槛倚

晴空） 。 其时欧阳修年长体衰，为目疾所困，全无曾经的锐气；虽然身处朝堂，名声日

隆，但并不受仁宗信任，⑥他在嘉祐年间也多次请求外任。 因此，当欧阳修在送别“不

容于朝”而离京的刘敞出知扬州时，以“衰翁”自称，嘱咐时年三十八岁的刘敞“行乐直

须年少” ，在扬州平山堂多多欣赏山色水光，痛饮挥毫。 此时距离欧阳修始建平山堂已

经过去八年，其心态由起初的意气风发转为散淡保守。 面对被迫外任的刘敞，欧阳修

写下劝其及时行乐的词章，吐露自己的扬州记忆，展现平山堂的“独乐”内蕴。
刘敞到任后于嘉祐二年登临蜀冈，游平山堂，作《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云：

芜城此地远人寰，尽借江南万叠山。 水气横浮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 主

人寄赏来何暮，游子销忧醉不还。 无限秋风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⑦

全诗充满闲情自适之感，可谓不负欧阳修临别时的规劝。 该诗寄送至汴京后，欧阳修、
梅尧臣、刘攽等人皆有和作，这些诗作的内容总体上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独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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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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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六，第 ４２５４ 页。
同上书卷一百七十七，第 ４２８８－４２８９ 页。
“故事，翰林学士六员，时杨察、赵既

木、杨伟、胡宿、欧阳修并为学士，于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复同除学士，洙盖

第七员也。 温成皇后之丧，洙钩摭非礼，阴与石全彬附会时事，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故员外擢

洙。 议者非之。”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第 ４２７９ 页。
同①书卷一百七十七，第 ４２９１－４２９２ 页。
“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权知开封府蔡襄为枢密直学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请也。 襄工笔札，上尤爱之，
御制李用和碑文，诏使襄书。 后又敕襄书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诏职也。’卒辞之。”参见《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九，第 ４３２６ 页。
陈师道《后山谈丛》载：“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 他日复荐之曰：‘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

相，而竟不用。 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 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

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可见仁宗并非愿意重用欧

阳修，而是迫于其在士林中的威望。 参见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卷五，中华书局，２００７，第 ６６ 页。
刘敞撰，黄寿成点校：《公是集》卷二十五，载《儒藏精华编》第 ２１７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第 ３７０ 页。



之闲情相合。① 然而刘敞的自请外任并非源自其内心的散淡，实是时局所迫的无奈之

举，他会如欧阳修所言在扬州耽于个人之乐而不顾公共生活吗？ 刘敞于嘉祐三年四月

改知郓州，在扬州的三年中，还留下了另一首游览平山堂的诗作：
再游平山堂

背城历历才十里，经岁悠悠能一来。 可惜簿书捐白日，强从宾客宴平台。 暮

云自与千山合，醉眼时令万宇开。 老子谁怜兴不浅，黄花欲落更添杯。②

诗作中虽然闲情逸趣依然，但开篇云“背城历历才十里，经岁悠悠能一来” 。 可见，刘敞

在扬期间其实很少到平山堂享受闲情，那么他扬州记忆的内蕴与欧阳修所嘱咐的是否

一致呢？
刘敞在游蜀冈时想到避世隐居之人，感慨“不能问姓名，聊作招隐唱”③。 可见他

此时的心态与欧阳修遭受政治打击和疾病摧残后的消散迥乎不同。 嘉祐二年冬，刘敞

又于蜀冈另筑时会堂，作《时会堂二首》和《时会堂诗序》 。 刘敞面对地脉连蜀、可产蒙

顶茶的蜀冈，并没有纵情享乐，而是以不敢忘君的姿态，强调此茶作为贡品“宜久服，能

轻身、除疾、却老。 诚有是者，岂非臣子至愿哉！”修建时会堂则是为了“将率官属修职

贡于此焉，且使来者世世勿忘服也” 。④ 欧阳修见到刘敞时会堂诗后有和诗二首，自注

云：“余尝守扬州，岁贡新茶。”⑤显然，欧阳修在知扬时也曾以蒙顶茶进贡，但在其涉及

扬州的诗文中鲜有提及，只在刘敞时会堂诗的触发下，才在和作中回忆起贡茶事。 可

见，公共生活虽然是欧阳修扬州时光的事实组成，但并非他扬州记忆的主调，二者之间

有着一定程度的错位。 时会堂的修筑带有鲜明的政治生活面向，与同在蜀冈的平山堂

形成对照；前者要“使来者世世勿忘服” ，而后者“经岁悠悠能一来” 。 刘敞被迫外任，
但心向朝堂，通过修筑时会堂，避开了欧阳修平山堂闲情“独乐”的内涵，重建了属于自

己的、积极面向政治生活的扬州记忆。
（三）王安石的对抗

至和元年舒州通判任满的王安石赴汴京，直到嘉祐初，在京先后任群牧判官、提点

开封诸县镇公事，然而他并不希望久留京城，屡次上书请求外任，希望在“东南宽闲之

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⑥。 嘉祐二年四月，王安石终

于等到了外知常州的任命。 五月离京赴常，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为其饯行，梅尧臣作

《送王介甫知毗陵》云：“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学诗闻已熟，爱甘理岂无。”⑦表

达对王安石出守一州的期待，与刘敞临行前欧阳修所赠之语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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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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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和刘原甫平山堂见寄》 ，刘攽作《平山堂》 ，梅尧臣作《和永叔答刘原甫游平山堂寄》 《依韵和永叔

内翰酬寄杨州刘原甫舍人》 。 这些和作整体上表现了退居朝堂之外的闲情，其中梅尧臣《和永叔答刘原甫

游平山堂寄》尾联云：“刘郎寄咏公酬处，夜对金銮步辇还。”可见刘敞外任实出于无奈，内心依然渴望重返

京城。
《公是集》卷二十五《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 ，第 ３７０－３７１ 页。
同上书卷九《蜀冈南麓》 ，第 １２０ 页。
同②书卷三十四《时会堂诗序》 ，第 ５０７ 页。
《欧阳修全集》卷十三，第 ２１４ 页。
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四《上执政书》 ，中华书局，２０２１，第 １２８８ 页。
朱东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第 １１５８ 页。



王安石在赴常途中，六月道经扬州与刘敞相聚共游平山堂。 赵令畤《侯鲭录》载二

人相会时的场景：
王介甫诡诈不通外除，自金陵过扬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遂留。 方

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 原父辨论久之，遂去营妓，顾介甫曰：“烧车与

船。”延之上坐。①

我们无法知道刘敞备列营妓宴请王安石是否在平山堂，但王安石在扬州对纵情享乐表

现出了明显的对抗态度。 以此可以想见，他也将以不同于欧阳修、梅尧臣和刘敞的姿

态面对承载着“独乐”内涵的平山堂。
此时大概与刘敞作《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时间相去不远，王安石也在平山堂

留下诗作。 欧阳修对平山堂题咏唱和兴致颇高，得知王安石有诗题咏，还曾写信索

求。② 欧阳修在看到此诗后的反应或许会惊讶或者不满，因为这首诗建立在对平山堂

内涵误读的基础上，与诸公唱和之作格格不入：
城北横岗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 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 墟

落耕桑公恺悌，杯觞谈笑客风流。 不知岘首登临处，壮观当时有此不。③

平山堂“一堂高视”的独特位置，隐约望见对岸三州。 其中金陵为六朝故都，真州与润

州亦为六朝重镇。 诗的前三联皆与欧阳修的平山堂内蕴并无二致；然而尾联笔锋一

转，王安石的目光透过三州，穿越时空，望向六朝，由此而想到地理位置并不相干的岘

首山，想到羊祜。 作为强者诗人④的王安石，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非凡的创造力，他

的平山堂也不再是欧阳修的平山堂，不属于烹茶的陆羽、参禅的庞蕴或是吏隐的谢宣

城，而是即将投入政治理想实践中的平山堂，没有闲情自适的“独乐” ，只有“江山留胜

迹，我辈复登临”⑤的跃跃欲试。 王安石对欧阳修的对抗与修正，其触发机制并非仅仅

来自诗学的焦虑，更是作为青年政治家对声望隆盛的前辈的焦虑，是对这位被士林称

为“今之韩愈”⑥的前辈政治家的保守理念的焦虑。

三、重构平山堂：苏轼的平山堂书写

作为欧阳修门生的苏轼曾数过扬州，元祐七年（１０９２）更是任扬州知州。 在其知扬

前，过平山堂有明确记载的当有四次。 一过平山堂为熙宁四年（ １０７１） 十月自京赴杭

外任途中。 二过平山堂为熙宁七年十月由杭赴密途中，与知州王居卿宴于平山堂。 三

过平山堂为元丰二年（ １０７９） 四月由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此次系年见《苏诗总案》 云：
“访鲜于侁，同张大亨游平山堂，作《西江月》 。”⑦四过平山堂为元丰二年八月，在湖州

任上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官差押解入京，途径平山堂，《宋史》鲜于侁本传载：“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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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三，中华书局，２００２，第 ９３ 页。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五《与王文公书三通（二） 》 ，第 ２３６８ 页。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二《平山堂》 ，第 ３５３ 页。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徐文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第 ３－１２ 页。
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卷三《与诸子登岘山》 ，中华书局，２０１８，第 ２３１ 页。
《后山谈丛》卷五，第 ６６ 页。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八，巴蜀书社，１９８５，第 ５ 页。



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 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①

苏轼首过平山堂时欧阳修尚在，未留下题咏文字。 与其一同宴饮相聚者有刘挚、
孙洙、刘攽，三人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睦而出任地方，他们与苏轼在平山堂上所谈内容

如今不得而知，但在分别后苏轼寄《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②诗，其中

所论多及新法，③由此可以想见四人相会畅谈的内容。 因此，可以推知平山堂在苏轼的

记忆中很难葆有闲适“独乐” ，更多则以带有政治色彩的空间呈现。
二过平山堂距欧阳修辞世已有两年。 苏轼由杭赴密，与孙洙同至扬州，知州王居

卿宴于平山堂，苏轼作《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 ：
高会日陪山简醉，狂言屡发次公醒。 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 江

上飞云来北固，槛前修竹忆南屏。 六朝兴废余丘垄，空使奸雄笑宁馨。④

首联醉与醒形成鲜明对照，酒至半酣人渐醉，但所发之狂言却并非醉后信口妄言。 查

慎行认为“狂言”指苏轼与孙洙、王居卿论林逋之诗，⑤然而此事并无“狂”可言，更不能

与所引典故契合。⑥ 中间两联状其时之境，又由此联想到江对岸的北固山和杭州的南

屏山。 尾联引桓温登楼远眺、叹王衍致神州陆沉的典故，感慨六朝兴废。 其时王安石

虽方罢相，但变法依然在新党的主持下如火如荼。 孙洙亦是因变法自谏院出知海州，
是年得内召返京，与苏轼同行至楚州分别。 以此通观全诗，所谓“狂言” “次公醒” “笑

宁馨”似对变法和王安石意有所指。
苏轼这首和诗虽未对平山堂进行直接书写，所述也与欧阳修无涉，但却第一次将

政治生活引入了平山堂的相关创作。 平山堂书写的变奏则要等到在他第三次过平山

堂时，留下那脍炙人口的《西江月·平山堂》了：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 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

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说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皆梦。⑦

苏轼此次经过平山堂，欧阳修已去世多年，墙壁上留下的灵动字迹和堂前的依依杨柳

触动了苏轼对欧阳修的思念。 通过误读，苏轼重建了关于平山堂的叙事和内涵，对平

山堂的群体书写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西江月·平山堂》系年考辨

这首词的系年有两种：一系于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自徐州赴湖州任途中，以王文诰

《苏诗总案》 （下称《总案》 ）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 （下称薛本） 、张志烈《苏轼全

集校注·词集》 （下称张本）为代表；一系于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由黄州赴汝州途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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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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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５，第 １０９３８ 页。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六，中华书局，１９８２，第 ２９４－３００ 页。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载《丛书集成初编》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第 １７、２１ 页。
同②书卷十二，第 ５９３ 页。
同上。
“次公醒”事见《汉书·盖宽饶传》 ：“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 许伯请

之，乃往，从西阶上，东向特坐。 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参见班固：《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１９６２，第 ３２４５ 页。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 ，中华书局，２０１６，第 ５３３ 页。



孔凡礼《苏轼年谱》 （下称孔谱） 、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 （下称邹本）为代表。
词中“三过平山堂下”句为系年关键。 薛本虽认同《总案》将第三次过平山堂编于

元丰二年四月赴湖州任途中，但对“访鲜于侁”提出质疑。① 薛本据《宋史》鲜于侁本传

“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②，谓鲜于侁在元丰二年始守扬州。 又查《北宋经抚年表》
载：“ （元丰）二年，四月丁巳，（陈）升之罢，致仕，京东转运使鲜于侁知扬州，六月甲子，
见《长编》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 （下称《长编》 ）载元丰二年四月丁巳：“镇江节度使、
同平章事、秀国公陈升之致仕……后二日，升之卒。”④而苏轼四月二十日到湖州，薛本

从而认为苏轼于四月十日左右过扬州时，扬守当为陈升之，非鲜于侁。
张本援引苏轼作于元丰二年四月十二日的《跋欧阳修家书》 ，云：“赴任途中，何忽

作此跋，盖因盘桓扬州时见此书墨迹，故题以上数语，以是知本词亦当作于四月十二日

前后。”⑤

邹本在薛本的质疑上更进一步，认为既然苏轼过扬时鲜于侁尚未赴任，则《总案》
编年不可信。 另据《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题注“元丰七年过扬州” ，将此词

系于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由黄州赴汝州途中，⑥孔谱亦据此编年。⑦

邹本与孔谱所论看似妥帖，实则存在疏漏。 其论所据一为鲜于侁元丰二年四月未

至扬州。 检《长编》元丰元年十一月乙酉载：“诏知扬州鲜于侁……各罚铜二十斤。”⑧

据小注此材料所本为朱本《神宗实录》 。 可见元丰元年十一月鲜于侁已在扬州任上。
又检《长编》熙宁八年闰四月乙未：“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升之罢为镇江军节

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⑨宋人常制地方长官三年为一任，期满即需调离，因此元丰

元年陈升之当调离扬州。 且薛本所据《长编》谓元丰二年四月陈升之致仕，并未言其致

仕时是在扬州任上，不当据以为证，故仅 《 宋史》 载鲜于侁于元丰二年任扬州守，不

可据。
邹、孔二书编元丰七年另一所据为《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题注。 然而，

宋代词集题注、小序之类多不可信。 北宋时士大夫少有自编词集，多为好事者广搜旁

采。 东坡词集便有着文献来源多方的特点。 如苏轼曾为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提供

本事，􀃊􀁉􀁒今可见东坡词集中便有部分词采自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 。 《水调歌头》 （三

十三年漂流江海） 、《满江红》 （忧喜相寻）等，传本将题注中明确其源自杨绘书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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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 ，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 ２３０ 页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第 １０９３８ 页。
吴廷燮撰，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第 ３１５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第 ７２３３ 页。
张志烈：《苏轼全集校注·词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第 ２３７－２３８ 页。
见《苏轼词编年校注》 ，第 ５３３－５３４ 页。 邹本言茅维《苏东坡全集》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本皆有“元丰七

年过扬州”题注，然笔者检复旦大学古籍部藏茅维编《全集》本东坡词，并未发现有此题注。
孔凡礼：《苏轼年谱》 ，中华书局，１９９８，第 ６５５ 页。
同④书卷二百九十四，第 ７１６７ 页。
同④书卷二百六十三，第 ６４２５ 页。
苏轼与杨绘书中云：“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 ，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 然切谓宜更广

之，但嘱知识间令各记所闻，即所载日益广矣。 辄献三事，更乞拣择，传到百四十许曲，不知传得足否？”参

见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杨元素》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第 １６５２ 页。



如第三人称“子瞻”之类改作第一人称“余”等，演变为词序。① 词集中一些题注还辑自

街谈巷语稗官野史。 汲古阁《 宋名家词》 本《 卜算子》 （ 缺月挂疏桐） 调下有小注云：
“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 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
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 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而坡

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 坡回惠为赋此词。”②《百家词》本、傅幹注本、元刻本皆无

此小注。 傅本、元本有词题作“黄州定惠禅院寓居作”③，与汲古阁本相抵牾。 汲古阁

本所载题注实抄录自王楙《野客丛书》 。④ 而这一本事，也经历了由为黄州王氏女作到

少年时为邻家女作、再到为惠州温都监女作的演绎。
综上所论，北宋由他人编纂而成的词集，文献来源复杂，且由于词的可歌性，不少

词在写成后都单独流传，其题注、小序在辗转流布的过程中也极易遭到脱落、改篡、臆

造，甚至同一首词的题注在不同版本中的面貌都存在相抵牾处。 因此，不可以《重编东

坡先生外集》本《西江月》所载题注为编年依据，将《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 系于元

丰二年四月自徐州赴湖州任途中更为妥当。
（二）苏词的写作动机与影响

如前文所述，苏轼在写下《西江月·平山堂》前曾两过平山堂，一过时欧阳修尚在，
二过由杭赴密时欧公已谢世两年。 苏轼虽有诗作，但诗中并未流露多少对欧阳修的思

念与歌咏。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在元丰二年赴湖州过平山堂时对欧阳修思念的喷

薄而出呢？ 笔者认为，苏轼此时对欧阳修的纪念，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学术目的。
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宋代学术与政治活动有着高度的互动，政治实践常常作为学术

观念的外延，这为我们考察苏词的写作动机提供了思路。
为了排斥佛教、重新树立儒家之道的地位，韩愈撰写《原道》等文章，最先勾勒出儒

家的道统谱系。 在这一谱系中，儒家的道自尧舜禹传至文武周公，再传予孔子、孟子。
儒家的道统话语自诞生时便体现出排他性的特点。 通过对道统传承的梳理，韩愈既申

明了儒家的地位，也让自己能够位列其中，为自身继承儒家之道博得合法性。 北宋在

前中叶形成了尊韩的风气，⑤其中标举韩愈用力最巨者即为欧阳修。 在《记旧本韩文

后》中，欧阳修吐露自己孩童时就倾心于韩文；十七岁时应州试未遂便感慨时人不读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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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从欧阳修到苏轼：平山堂书写的多重变奏

①

②
③

④
⑤

《水调歌头》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 ，吴讷《唐宋明贤百家词》本调下小注云：“杨元素《本事曲集》云：子瞻始

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后相逢于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话旧而作。”元刻本、傅幹注坡词本删去“杨元素《本

事曲集》云” ，将“子瞻”改作“余年十七” 。 《满江红》 （忧喜相寻） ，吴讷《唐宋明贤百家词》本调下小注云：
“杨元素《本事曲集》董义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 曰：‘吾再娶柳氏三日

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 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

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次其韵。”傅幹注坡词本略同，元刻本于“怪其丰暇自得”下补“余问之” ，删
“东坡嗟叹之”中“东坡” ，演作词序。
苏轼：《东坡词》 ，汲古阁《宋名家词》本，第 ２８ｂ 页。
苏轼：《元本东坡乐府》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９，第 ５９ 页；刘尚荣：《东坡词傅幹注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６，第 ４１８ 页。
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７，第 ２７６－２７７ 页。
顾永新：《北宋前中叶的尊韩思潮》 ，载费振刚、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
１５４－１７７ 页。



文，立志“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 ；洛阳为官时，与尹洙等人“遂相与作为古文”①，直

至三十年后“学者非韩不学也”②。 欧阳修还将韩愈与孔孟并论：“孔、孟皇皇于一时，
而师法于千万世。 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 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

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③欧阳修在其

时也被不少士人看作是韩愈道统和文统的继承者。 庆历间曾巩便云：“韩退之没，观圣

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④“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⑤韩琦以鲜明的道统话语将

欧阳修置于韩愈之后：“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

继之。”⑥

王安石在北宋尊韩思想的影响下，经历了对韩愈从推尊信奉、再到批驳的转变过

程。⑦ 至和年间欧阳修赠诗王安石，将之比作韩愈，而王安石对以“他日倘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⑧，可谓是其观念的自陈。 在王安石新学的道统谱系中，韩愈被放逐

出去，更遑论欧阳修；而他自己，则作为接续孟子所传之道的继承人厕身其间。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门生，虽然对韩愈偶有批评，但整体上倾向于认同和推尊。 他

也将欧阳修视为韩愈的继承者。 在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后的祭文中，苏轼展现了以欧

公之学驳斥王安石新学的倾向：
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

不为。 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 今

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 君子

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⑨

苏轼将欧阳修作为斯文的象征，当其去世后，异端邪说便没有了遏制。 只是，苏轼在祭

文中并没有指出“异端” “小人”究竟为何；但所谓“学者至于用夷” “以为无为为善” ，
显然是指与韩愈、欧阳修排释斥老态度截然不同的王安石之新学。􀃊􀁉􀁒

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苏轼对于新学的贬斥则更为激烈和直接：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 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

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 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

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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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第 １０５６ 页。
同上书卷七十三，第 １０５７ 页。
同上。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第 ２３２ 页。
同上书卷十五《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第 ２３３ 页。
《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五十，第 １５５１ 页。
刘成国认为在人性论问题上，王安石于庆历以后逐渐跳出古文运动的藩篱，开始对韩愈等人的观点进行反

思和超越。 参见刘成国：《有善有恶：王安石的人性论演变新探》 ，《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二《奉酬永叔见赠》 ，第 ３４５ 页。
《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文》 ，第 １９３７ 页。
王安石的新学受佛老影响实多，余英时甚至认为新学的实质为佛学，而非儒学，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 ，三
联书店，２００４，第 ５１ 页；卢国龙等学者则以老庄哲学观之，强调新学的道家渊源，参见《宋儒微言》 ，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２３，第 １４１ 页；刘成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虽然整合百家学说，但依然以儒学为底色，参见《荆公

新学研究（增订本） 》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３，第 ２７２－２８３ 页。



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
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①

苏轼认为孔孟之道以外皆为异端，将晋梁的覆灭归因于佛老之学，直至韩愈出现才重

新确立儒家之道；欧阳修作为“今之韩愈” ，方重振正道，宋朝政局的繁荣稳定便由此而

来；而在欧阳修之后，王安石的新学猖獗，再次使佛老沉渣泛起，祸乱朝政。 由此观之，
苏轼心中的欧阳修不仅仅是接续正宗的道统传人，还是澄清风气、对抗王安石新学的

旗帜。
王安石在治平年间便于江宁设帐讲学，宣扬己说。 直到执政秉国，新学借助其权

力风行日炽。 熙宁八年，王安石主持完成《三经新义》的撰写，由国子监刻印发行，进而

成为理解阐发经典的唯一标准。 虽然不久之后王安石便罢相离京，但元丰年间继续奉

行王安石的变革策略，新学的影响也并未因其退居金陵而削弱，天下学子对新学依然

如蓬从风，趋之若鹜。
元丰初年，随着王安石罢相，变法进入另一阶段。 如果说前阶段旧党攻击新法所

对峙的尚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那么此时在新法背后操持改革的则是宋神宗本

人。 熙丰之际的政坛风气由前朝的宽松变得日渐紧张，频发的诏狱也让士大夫的精神

状态委顿沮丧。② 当第三次经过平山堂时，所处的时局环境和脚下地脉通蜀的蜀冈，很

难不勾起苏轼对故乡和对老师的思念，触动他对宦海颠沛大梦一场的感慨，从而发出

“休言万事转头空。 未转头时皆”的人生喟叹。 同时，这一阶段王安石新学也成为宋代

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一道德”③的风潮唤起了苏轼对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儒学正统的申

明。 因此，《西江月·平山堂》的写作既是苏轼个人情绪被触发后的喷薄而出，而对欧

阳修的纪念又是苏轼渴求以儒学之道重新整肃风气、扭转局势的政治诉求的流露。
苏轼对平山堂的书写基于自身的历史语境。 与梅尧臣、刘敞、王安石不同，他直接

忽视了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闲情“独乐”的内涵，将平山堂作为欧阳修的能指，从而使

个人情绪和政治诉求在此交汇，平山堂书写即以此为转折得以重构。
苏轼在写作《西江月·平山堂》 后即至湖州任上，七月“乌台诗案” 爆发，就逮至

京；元丰三年二月，贬至黄州。 是年春，秦观游扬州诸名胜，至平山堂，与友人李乐天

感慨：
自还家来，比会稽时人事差少，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 时复扁舟，循邗沟

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欧阳文忠

所种柳，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然以叹。④

秦观历苏轼被缚，次年游扬州时访隋朝故迹发古今之慨，在平山堂见到欧阳修所种的

柳树，心中怆然。 我们无法知晓秦观对欧阳修的怀念是否与时局有关，但此时的平山

堂在其心中已然没有了闲情享乐的意味，完全成为了一处欧阳修的纪念碑。

·９７·

刘泽华：从欧阳修到苏轼：平山堂书写的多重变奏

①
②
③
④

《苏轼文集》卷十，第 ３１６ 页。
戴建国：《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王安石文集》卷七十二《答王深甫书三（二） 》 ，第 １２６３ 页。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李乐天简》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第 １００８－１００９ 页。



此年在平山堂追思欧阳修的还有苏辙。 苏辙因“乌台诗案” 被贬筠州，三月过高

邮，与秦观相从两日。 从分别时的诗作来看，①诗案的阴霾和余波恐怕是二人交谈的主

要内容。 苏辙至扬州晤鲜于侁，游平山堂，感而赋诗：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凭栏。 海门仅可一二数，云梦犹然八九宽。 檐

外小棠阴蔽芾，壁间遗墨涕泛澜。 人亡坐使风流尽，遗构仍须子细观。②

苏辙凭栏远眺、念及欧公，但全篇不顾平山堂的闲情内蕴，而是以召公比欧阳修，临遗

墨而泫然。 或许我们可以将苏辙、秦观对欧阳修的怀念和苏轼之词作为同一组文本，
它们产生于新学势隆的元丰初年，都是通过纪念欧阳修来隐晦地表达自己在学术和政

治上的与时对抗。
苏辙之诗步武东坡之词，欧阳修其人彻底成为了平山堂的所指，其内蕴也由带有

私人性质的“独乐” 变为面向公共生活的美政和士大夫精神，经由他们所重构的平山

堂，成为了后人书写的主要鹄的。

到宋代，君主终于不再依赖门阀士族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由科举选拔的士大夫

成为政府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士大夫群体的主体意识得以凸

显，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展开了变革，士大夫也在高扬着“共治天下”的理念中建构

起独特的群体身份观念。 庆历士大夫的改革，在政治实践中彰显了士大夫群体的力

量。 即使新政失败，改革派被迫离京，地处江湖之远，他们依然通过诗文继续着身份观

念的建构。 这一时期的“众乐”书写，就是一次士大夫身份观念的集体表达。 也因此，
改革派们虽远离中枢，在士林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欧阳修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自然处

在士大夫身份观念的笼罩中；然而知扬时境况的转变，让他在“众乐”喧豗里却耽溺于

个人“独乐” 。 偏离身份观念而产生的书写焦虑，使得欧阳修长久没有关于平山堂诗文

的创作，直到嘉祐初年欧阳修与梅尧臣、刘敞、王安石等人才展开了平山堂唱和。 梅尧

臣写作《平山堂杂言》时，在并无欧阳修前作的情况下，依然感到焦虑。 或许梅尧臣自

己都没有意识到言说困境的原因所在，而仅仅将之归咎于欧公举世莫双的辞章盛名。
其实，这份焦虑恐怕更多源于欧阳修所赋予平山堂的人文内涵与士大夫身份观念之间

的错位。 梅尧臣的平山堂诗作顺应了老友，从而导致了焦虑。 被迫外任的刘敞在面对

平山堂的“独乐”时，选择以躲避的态度另建时会堂，强调不忘君恩，从而完成了对士大

夫身份的认同。 而具有强烈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王安石，则以对抗的姿态应对欧阳修所

带来的身份观念偏离。 苏轼基于自身的处境，忽视平山堂闲情“独乐”的文化内涵，将

其当作欧阳修的能指，重构其内涵。 到此，欧阳修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代表，平山堂自然

也转变为士大夫身份观念的纪念碑，等待着后来者的书写。

【责任编辑：赵小华；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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